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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地方政府干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能力较

低的现象。基于中国城市级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单

位 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但政府干预削弱了外资的就业创造

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 GDP 的比值每上升 1 个百

分点，城市就业弹性就下降 0． 089。从趋势上来看，如果政府支出( 特别是基本建

设支出) 与 GDP 的比值持续上升，那么，就业弹性就将持续下降。如果要提高经

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就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关 键 词 就业弹性 政府干预 基本建设支出

一 引言

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

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 ( 陆铭

等，2008)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源错配造成了巨大的生产损失 ( Hsieh and Kle-

now，2009) 。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以下简称“就业弹性”) 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

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问题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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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选择的生产技术是在一定的要素相对价格下最大化利润的

结果。就业弹性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较高的就业弹性意味着一单位的经

济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定其他条件，较高的就业弹性还意味着经济增长

更多地依赖劳动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更多为劳动者所分享。在 1994 ～ 201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 9． 9%，而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阶段类似的

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明显偏低( 见表 1) ，因此，人们认为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低

就业”的现象。① 不仅如此，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出现了持续

的显著下降趋势。1994 年分税制改革前的 16 年( 包括 1994 年) 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

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 0． 32 与 0． 51，分税制改革后的 15 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

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 0． 11 与 0． 26，分别下降了 66%与 49%。② 如果这一趋势得不

到扭转，那么，经济增长虽然能够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够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但却

较少地体现为就业和居民福利的增长，甚至加剧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

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在政绩考核体

制和税收最大化的激励之下，地方政府偏好大规模投资，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

程度较高的企业。同时，当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时，也倾向投资于更为资本偏向的

项目和基础设施。基于城市级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的确通过两个机制降

低了就业弹性: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具有资本密集倾向，

间接机制是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了引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官

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

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就会一直存在，于是，地方政府支出与 GDP 的比值持续提高，就业

弹性就会持续下降。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资源

错配的成因。本文在政策上的含义是: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必须减

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总结有关中国就业弹性的特征事实与相关解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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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较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有 Rawski( 2001) 和李红松( 2003) 。
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实际 GDP 是

根据 1978 年 GDP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1978 = 100) 计算而来。由于从 1996 年开始，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数
据根据经济普查数据做了调整，1996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包括了调整后的 1995 年数据，为保持数据口径一
致，在计算 1996 年从业人员增长率时，使用了调整后的 1995 年从业人员数据。在计算 1996 年之前的就业人员
增长率使用的都是未经调整的数据，计算 1996 年之后的就业人员增长率使用的都是调整后的数据。感谢审稿人
提出这一点修改意见。



三节论述地方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动机与机制; 第四节是本文的模型和数据介

绍;第五节是本文分析结果;第六节是简短的结论。

二 文献评述

通常来讲，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弹性是由其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的，而要素相对价格

的变迁与经济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工业化早期，相对劳动来说，资本更加稀缺，资本

价格相对更贵，因此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更多地使用劳动，经济增长

的就业弹性也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稀缺程度逐渐得到缓

解，而劳动力价格日渐提高，于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更多地使用资本的技术，

就业弹性也会逐步降低。① 在市场经济国家，就业弹性的变迁通常是伴随着经济发展

的自然演进过程。

对就业弹性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加拿大与

日本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 0． 08、0． 09 与 0． 12，德国、法国、意大利与英国制造业

的就业弹性分别为 － 0． 09、－ 0． 07、－ 0． 16 与 － 1． 07，制造业就业弹性偏低的原因在

于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扩展，制造业企业更多地采用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 Padalino and

Virarelli，1997 ) 。Mazumdar ( 2003 ) 比较了 1971 ～ 1992 年东亚、经济合作组织
( OECD) 、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弹性，结果发现: OECD 国家与

拉美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为负，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造业就业弹性为正。在
OECD国家与拉美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抑制了制造

业就业的增长。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表现为现有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

的上升，而非雇用人数的增加，所以制造业就业弹性较低。在东亚与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劳动力供给充足，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带来了企业雇用

人数的增加，所以就业弹性相对较高。

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也会影响其就业弹性，服务业创造就业能力较强，其发

展会提高就业弹性。Pini( 1995) 、Padalino和 Vivarelli( 1997) 比较了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 OECD 国家制造业增长的就业弹性与总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②发现日本、

德国与法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相对较低，分别为 0． 08、0． 06 与 0． 06，而美国与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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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一个正式的分析参见陆铭( 2007) ，第三章，第 68 ～ 70 页。
在计算弹性时，Padalino和 Vivarelli( 1997) 还区分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的总体工作时间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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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就业弹性相对较高，分别为 0． 51 与 0． 47。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与加拿
大在这段时期经历了相对更快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也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在

经济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压低均衡实际工资，

提高就业规模，从而就业弹性相对较高。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纳
更多的就业，所以服务业比重高的经济体就业弹性也会相对较高。①

图 1 中国就业弹性变化趋势(1979 ～ 2009)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和作者
的计算。

在就业弹性的跨国比较中，无论是否包括农业，中国的就业弹性水平和下降速度

都是不正常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
显著下降( 胡鞍钢，1997; 张车伟和蔡昉，2002; 蔡昉等，2004; 常进雄，2005 ) 。ESCAP
( 2006) 比较了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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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Islam和 Nazara( 2000) 估计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总体经济就业弹性与分部门就业
弹性，同样发现，服务业部门与对外贸易部门的就业弹性显著高于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
以当年的( 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数减去上一年的( 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数，以这个差额除以两个年份( 二

三产业) 从业人员数的算术平均值，得到当年( 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的增长率，再以类似的方法得到( 非农) GDP的
增长率，然后以( 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的增长率除以( 非农) GDP的增长率，就得到这一年的( 非农) 就业弹性。



( 2006) 比较了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与 90 年代的就业弹性，发现中国与泰国的就业弹性在 90 年代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如

图 1 所示，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在 90 年代出现了显著下降。

与就业弹性国际比较研究和对单个国家就业弹性研究中的结果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

不仅远低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见表 1 ) ，而且低于一些就

业弹性逐渐降低的发达国家( 简新华和余江，2007) 。

表 1 就业弹性的国际比较

国家 越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中国 巴西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就业弹性
a 0． 15 0． 17 0． 17 0． 10 0． 58 0． 33 0． 42

非农就业弹性 0． 68 n． a． 0． 35 0． 31 0． 41 0． 45 0． 70
人均 GDP( 美元) 500 600 900 1400 4000 4500 6200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余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

指标数据库。

说明: a弹性是以 2000 年与 2007 年数据计算的弧弹性。实际 GDP 的数据根据 1978 年 GDP 与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1978 = 100) 计算而来。其中，巴西非农就业的数据为 2000 年与 2006 年的数据。

计算就业弹性的就业数据包括农业就业，GDP 数据包括农业部门创造的 GDP。计算非农就业弹性

的就业数据不包括农业就业，GDP数据也不包括农业 GDP。计算方法是:以 2007 年的( 非农) 就业

减去 2000 年的( 非农) 就业，以这个差额除以 2007 年与 2000 年( 非农) 就业的平均值，得到( 非农)

就业增长率，以同样方法得到( 非农) GDP的增长率，以( 非农) 就业增长率除以( 非农) GDP增长率，

就得到( 非农) 就业弹性。因为没有找到印度非农就业数据，所以印度的非农就业弹性没有计算。

为与弹性数据匹配，人均 GDP数据为 2000 年与 2007 年两年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各国的 GDP数据

都以不变美元( 2000 = 100) 计价。

针对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的趋势，一些研究从体制

转型角度给出了解释。陆铭和陈钊( 1998 ) 指出，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许多非正规

就业和农民工进城就业没有被统计到从业人员中去，再加上有很多的就业创造用于国

有企业逐步消化先前闲置的劳动力，而并不体现为从业人员的增加，因此，就业弹性很

难对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的变化趋势做出准确刻画。简新华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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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2007) 重新估计了中国 1980 ～ 2004 年剔除国有企业冗员影响后的就业弹性，①结

果显示 1995 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并没有下降。Cai 和 Wang( 2010 )

结合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反驳了中国经济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

长”的假说，其主要的证据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后，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渠道，而多数研究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在对就业

的衡量中都没有包括非正规就业。但是，这些解释带来的困惑是，2000 年左右劳动力

市场转型已经结束，就业的统计也日益规范并且覆盖了常住人口，同时，非正规就业的

规模在 2003 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 Cai and Wang，2010) ，而就业弹性却仍然在下降，

而且依然低于同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与墨西哥，这就需要在统计之外寻找原

因。

张车伟和蔡昉( 2002) 认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而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变迁不利于对劳动力的吸纳，所以就业弹性出现了下滑。

但他们并没有解释这种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还是其他因素所致。

Feenstra与 Hong( 2007) 指出，单位出口带来就业增长的下降主要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

累的结果，但就业弹性的下降与技术进步( 资本积累) 只是同一事情的不同表现，都是

企业技术选择的结果，这本身便是需要解释的。蔡昉等( 2004) 认为，自亚洲金融危机

以来，中央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都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

地方政府在追求 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往往压低土地与资本价格，使劳动力的相对

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但他们的研究没有给出严格的经验证据。丁守海
( 2009) 认为，由于存在劳动管制法案与要素间的技术联系，企业在调整劳动要素投入

时面临着诸多限制，因此企业劳动投入的调整通常都滞后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

以，如果只考虑产出变化对就业的即期影响，会低估就业弹性。在考虑到产出变化对

就业的滞后影响后，就业弹性就会出现明显上升。他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

说。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估计只是给出了中国就业弹性相对较低的原因，并不

能解释中国就业弹性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持续下降，也没有给出中国就业弹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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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整方法是 β' = 1 － k
1 － d β，其中 β是未经调整的就业弹性，β' 是调整后的就业弹性，k是就业弹性计算时

期冗员变化量占就业变化量的比重，d是期初冗员数量在就业量占有的比重。通过估计 k与 d来调整就业弹性。

估计长期就业弹性的模型为 lnEt = α + α1 lnQt + α2 lnEt－1 +∑
n

i = 1
βiXit + ut ，其中，Et 与 Et－1 分别为当期

与滞后一期的就业，Qt 为当期产出，α1 为短期就业弹性，1 － α2 为就业调整速度，α1 / ( 1 － α2 ) 就是长期就业弹

性。



大低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弹性的合理解释。

综上所述，众多对中国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的解释要么不能够让人完全信服，要么

只是就业弹性下降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所以需要为中国就业弹性下降寻找更为根本

的解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约束，市场中的企业需要对制度环
境的变化做出反应，所以，要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业弹性的下降，就必须细致地探讨

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在上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是一个政府干预经济
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后，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政府支出 /GDP 比值
度量的政府干预度是逐渐下降的，但 1994 年之后，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
( 袁飞等，2008;范子英和张军，2010;吴木銮和林谧，2010; 王文剑，2010 ) ，加强了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来解释就业弹性。如果政府
干预会降低就业弹性，那么持续下降的就业弹性就可以从持续加强的政府干预中得到

解释。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文以经验证据说明了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关系。

三 为什么政府干预会降低就业弹性:背景与机制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经济体，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

上拥有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权，并从当地经济增长中获得税收( 王永钦等，2007;

陆铭等，2008; Xu，2010 ) 。1980 年，地方政府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
54． 3%，地方政府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为 45． 7%。而在 2009 年，这两个
比重分别为 20%和 80%。① 地方政府的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其中，地方
政府行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被经济学研究所忽略。
( 一) 地方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机

理论上，地方政府至少有两个重要动机去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影响就业弹性。

首先，经济增长竞争上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引进投资规模巨大的企业，优

先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虽然这些企业的引进与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快速的经
济增长，但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却相对有限。在政治锦标赛中，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
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是基于经济增长率( Li and Zhou，2005) ，因此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
的经济增长竞争( 张军和周黎安，2008 ) 。在三次产业中，产业链较长，并能够带来快
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从 1978 到 2009 年，三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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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创造的 GDP 分别增长了 4． 018 倍、28． 494 倍与 25． 16 倍，其中工业增长了 29． 064

倍。① 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了地方上

市国企过度投资。② 通常来说，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高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非

国有企业( 张军，2002) ，所以由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地方上市国企过度投资会降低当

地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或者 GDP增长业绩表现较

差地区，政府干预动机更强烈，从而地方上市国企过度投资问题更严重 ( 唐雪松等，

2010) 。对于地方政府资本密集型的投资行为，一种理解是，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

长的过程中，强烈地表现出追赶动机。为了不在地区间分工中处于落后的地位，欠发

达地区有动机采取策略性的行为，发展自己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缩小本地与较发

达地区的技术差距( 陆铭等，2004) 。另一种对于政府投资行为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的

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行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

“潮涌现象”( 林毅夫，2007;林毅夫等，2010 )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对于

其他部门，中国经济中的重工业部门变得更为有利可图。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下，

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重工业部门的扶持。自 2003 年以来，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

经历了更快的工业增长速度，③企业平均规模与资本劳动比都出现了更快的上升势

头，而且这种趋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这种工业加速发展

的局面并不符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而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蔡昉等，2009) 。根据

本文所计算的数据，中西部的就业弹性也低于东部。

其次，地方政府税收最大化的动机会引起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向。在分税制

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模式却基本保持

稳定，地方财政支出与当地 GDP 的比值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持续上升，其主要

收入来源是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而地方财政收入与当地 GDP 的比值却基本保持稳
定( 见图 2) 。另外，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保持稳

定，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分税制改革后出现了剧烈下降

( 周飞舟，2006;陈诗一和张军，2008) ，所以地方政府在为其财政支出融资方面面临巨

大压力。实际上，省级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与支出的相关性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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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1978 = 100) ，中国统计出版社。
用上一期的企业特征，如资产负债率、规模和股票回报率等，来解释当期的企业新增投资水平，模型的残

差为正则是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取 1，反之为投资不足，过度投资取 0。然后用市场化指数与经济增长的相对绩效
( 如果公司所在地在第 t年的 GDP增长率相对于前一年增长率的变化值与全国平均变化值相比较的差值为正，
则取 1，否则取 0) 来解释过度投资( 程仲鸣等，2008;唐雪松等，2010) 。
具体是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上升到 80 年代的 0． 752，在 90 年代后半期上升到 0． 998 ( Jin et al．，2005) 。这说明，

随着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需要为本级政府的支出融资，而且融资的主要来源是本级

政府的财政收入。

图 2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说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为省级政府当年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所有数据都是

以当年价格计算。计算方法如下:对中国除西藏、香港、澳门与台湾外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计

算 1978 到 2008 年的财政收入 /GDP与财政支出 /GDP，然后在每一年，分别计算所有省( 自治区、直

辖市) 财政收入 /GDP与财政支出 /GDP的算术平均值。对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的描述见

本文的数据部分。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划分给地方政府的那部分增

值税、对劳务与第三产业征收的营业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以及上级政府

的税收返还。其中，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分享增值税的比例分别是 75%和 25%。自
分税制改革到 2002 年，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产权隶属关系划分，即中央企业所得税作

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政府固定收入。从 2002 年 1 月 1 日

起共享办法变为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企业所得税，中央保证各地区 2001 年地方实
际所得税收入基数，实行增量分成，当年中央与地方各分享 50%，2003 年及其以后年

份中央分享 60%，地方分享 40%。另外，铁路运输、国家邮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三
家政策性银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作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 (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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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人，2008) 。分税制改革以来，各地也陆续比照中央对地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框架，对省以下财政体制适时进行了调整。在省以下财政体制中，增值税的分享办法
没有固定模式，但是全国大部分省区采取的办法是省与市县共享增值税，而且分享的

办法主要是按比例分享，为了体现财力向下倾斜的原则，多数省级分享比例略低于市

县分享比例。①

在上述财政体制安排之下，地方政府有为了增加税收的目的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

业的冲动。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机制:

第一，在同等条件下，贡献更多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根据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在 2000 年，30 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 除西藏、香港、

澳门和台湾外) 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所占的比重的算术平均值为

13%，在 2007 年该比重为 11%。在计算所得税应税利润时，固定资产折旧与计税工
资是从企业收入总额中扣除的。②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
比，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计税工资相对较少，而固定资产投入仅按照直线法计算折旧，并

在企业收入总额中扣除，因此，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得税应税额相对更高。在数据上，我
们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来证明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得税额更高，但根据 Bayoumi等( 2011)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大企业有更高的企业储蓄( 投资)

－资产比率和利润 －资产比率，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并不例外。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
业资本密集度更高，以企业固定资产与企业从业人员的比值作为企业资本密集度的衡

量，以企业当年注册资本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在 2007 年，企业注册资本与企业
资本密集度的相关系数为 0． 47。③ 因此，当政府欢迎大企业来增加企业所得税税基
时，实际上就形成了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偏爱。

第二，为了获得上级政府更多的所得税税收返还，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发展资本密

集型产业，同样是因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得税税基更大。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
府预算内财政收支差额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其中以税收返还、财力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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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主要分享方法有按比例分享、按隶属关系划分与按比例和隶属关系交叉划分，有关分享方法的具体信息
参见谢旭人( 2008)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草案) 》的规定: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

扣除。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本企业任职或者受
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
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所用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度量固定资产的指标为固定资产原价合计。感

谢刘晓峰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支持。



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为主。① 在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税收返还
办法是:以 1993 年为基期年，按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的
税收返还的基数，基数部分全部返还。在 2002 年实施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时，为了保
证地方政府既得利益，中央保证各地区 2001 年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基数 ( 谢旭人，
2008) 。② 总的说来，2002 年以来，税收返还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
还。至于省以下的财政体制中有关税收返还的制度安排，在各省区之间并没有统一的
模式，但可以确认的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参照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税收返还
制度设计省以下的相应制度( 谢旭人，2008) 。

第三，税收征收中的规模经济促使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偏向大企业。在中国的
税收体制下，税收征收被视为政府下达给税务部门的任务，③税务部门都是以完成政

府下达的任务为核心工作，税法的实际执行难以真正做到“应征即征”。④ 与去小企业
征税的费时费力相比，去大企业征税通常更为容易，而且单位税收的成本更低，所以，

从征税的效率来看，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更愿意去大企业收税。通常来说，税务部门会
将大型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完成任务的基础，甚至以分派的形式向这些企业摊派。因
此，在地方政府来看，如果当地有大型企业作为税收大户，税收就更有保障，从而更有

积极性来将大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对象。⑤ 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地
方政府有激励去引进规模大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更高，所以这会带来

就业弹性的下降。
( 二) 地方政府偏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机制

上文已经说明，由于在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与日益加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

会倾向于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这种干预会降低当地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

力。政府干预降低就业弹性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机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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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财力性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财力薄弱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
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委托事务、中央地方共同事务以及符合中央政策导向事务进行的补助，主要用
于公共支出( 谢旭人，2008) 。
从 1994 年起，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 75%部分) 的增长率挂钩，每年递增返还。最初确定的递增

率是按当年全国增值税与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 10． 3 系数确定，在 1994 年 8 月改为按照各地区分别缴入中
央金库的消费税与增值税( 75%部分) 增长率的 10． 3 系数确定。
在国税部门，是中央政府经过税务总局下达任务，在地税部门，是当地政府下达任务。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在税务机关完成当年的税收任务后，即使企业想交税，税务局也不愿

意收。一旦当年所征收的税款过高，会抬高税收任务的基数，这会增加来年完成任务的难度，毕竟对基层地税局
考核的关键是税收增长率，而不是税收总量。
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在前 100 个搜索结果中，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

模挂钩的就占到 86%，搜索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18 日下午 4 点。



第一，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会显著降低就业弹性。

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主要组成部分为基本建设支出、农业支出、文教科卫支出、

公检法支出、行政费用支出与其他支出。为了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财政
支出结构中存在“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扭曲倾向( 傅勇和张
晏，2007;傅勇，2010) ，而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与公共服务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往往投
向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① 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下，为了在招商
引资中取得优势，地方政府也有激励投资到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Chen and
Yao，2011) 。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于基础设施，部分地还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寻
租和腐败的机会( 范子英，2011) 。所以，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
吸纳能力。

第二，地方政府干预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投资与运行时的技术类型选择去影响就业

弹性。地方政府在追求 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往往压低土地与资本价格，使劳动力
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 蔡昉等，2004)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方政
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激烈竞争，各地都以引进投资规模巨大的企业( 主要是资本密

集型企业) 为主要目标。

相对于国有资本以及带有地方政府背景的银行贷款，私有部门的投资在利润最大

化的驱使下，会更加倾向于去匹配当地的资源禀赋( 即要素的相对价格) 。由于私有
部门更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因此，它们会倾向于投资到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与企业。但是，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方，即使不直接进行生产
性的投资，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影响招商引资的资本密集度来降低就业弹性。地方政
府的招商引资通常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而地方政府又倾向于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

业作为优先考虑的招商引资对象。在招商引资中，各地政府 ( 或者当地的经济开发
区) 开出的优惠政策通常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为主的
开发服务政策( 罗云辉，2009) 。② 第二类是各种税收优惠，并且对投资规模巨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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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1999 年颁布实施的《财政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财政基本建设预算支出范围包括: ( 一)
农业、水利、林业、铁路、交通、通讯、电力、市政设施建设投资支出; ( 二) 国防、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政法等社会
公益设施建设投资支出; ( 三) 经法定程序确定的其他建设投资支出。”
比如四川省人大在 1995 年颁布实施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实施办法) 》，为在成都投资的台商营造

了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多数开发区都设立政务大厅，对投资项目的审批等相关手续实行一条龙服务，如成都市
在 2000 年对台商投资企业负担实行登记监督制度，并在企业设置企业负担监督员，对台商投资审批实行“一站
式”服务。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符合产业导向的重大项目，可享受“一事一议”的特殊扶持政策，而且区
内设有“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可确保项目审批事项全部在区内办结。



业的税收优惠力度更大。① 第三类便是地价优惠，同样，对投资规模大的企业的优惠
力度更大。② 税收和地价优惠不仅直接降低了资本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企
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地方政府欢迎的大企业往往本身就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在
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对大企业的偏爱实际上还起到了挤出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的作

用。虽然大企业的引进能够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但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四 数据与模型

本文的经验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1995 ～ 2008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该数据中包括了除
西藏、香港、澳门与台湾外的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 286 个地级及其以上城
市样本。其中，我们用到的主要变量有:地区生产总值( GDP) 、第二产业 GDP、第三产
业 GDP、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外商实际投
资、非农人口、总人口、是否属于中部与是否属于西部的哑变量。③ 除了是否属于中部
与是否属于西部外，其余指标都是市辖区数据。④ 使用市辖区数据的主要原因是: 第
一，本文分析部分所用的就业弹性不考虑农业，而城市二、三产就业主要集中在市辖
区;第二，地级市所管辖县( 市) 的数量不等，且不时发生变动，而市辖区相对稳定; 第

三，在 1993 年与 1994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仅有市辖区的财政数据，没有全市
的财政数据。在构造政府干预的度量指标时，本文还使用了 2010 年由中国统计出版
社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省级财政数据，包括除西藏、香港、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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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山西忻州经济开发区对于上缴税收开发区留成部分超过 100 万元的企业，开发区管委会将留成部
分的 10% ～30%用于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改造和管理升级。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规定从进驻开发区的项目
建设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 亿元以上或实际利用外资 1000 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投产后，按该
项目征地费用同等额度，县政府对企业每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留县部分予以返还。1 年内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6000 万元以上或注册利用外资 500 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以同等方式减半返还。外商新增 100 万美元
以上用于扩大固定资产规模的投资，新增所得税留县部分两年内全部返还，后 3 年减半返还。
例如，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定对投资在 3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龙头项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

术项目的生产装置用地地价给予 50%的补贴;对投资在 10 亿 ～ 30 亿元人民币的龙头项目、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
高新技术项目的生产装置用地和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地价给予 30%的补贴;对投资在 3 亿 ～ 10 亿元人民币
的龙头项目的生产装置用地地价给予 10%的补贴。
属于中部的省区有黑龙江、安徽、湖南、河南、山西、吉林、湖北和江西。属于西部的省区有内蒙古、云南、

甘肃、新疆、四川、陕西、宁夏、贵州、广西和重庆。
市辖区包括城区和郊区，全市包括市辖区、下辖的县和县级市。



与台湾外的 30 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①与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此外，本文从《中国财政年鉴》中获得 1994 ～ 2007 年省级政府
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数据。

虽然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能够构成城市级的面板数据，但我们所需要检验的是政府

干预对于 2000 年之后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弹性的影响，因此，模型退化成了一个截面模
型。之所以采取截面模型，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本文主要基于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制度变革，包括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与分税制改革，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

就业弹性的影响。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行为主要与分税制改革有关( 陈抗
等，2002;张晏和龚六堂，2005;傅勇，2010) ，而分税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
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年份之间，而是在同样的数据期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有不同，因此，

要识别制度的长期影响，最佳的模型设定形式就是截面模型。第二，以年为时间单位
的面板数据模型识别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影响，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

政府干预一旦扭曲了经济的结构，其对就业弹性产生的主要还不是当期的影响，而是

对未来一个时期中的影响。丁守海( 2009) 也证实了就业弹性对一个因素的反应是有
滞后性的。相比之下，用截面模型能够更好地研究一段时间内的就业弹性的影响因
素。第三，如果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本文的就业弹性必须一年一年地计算，而在一年的
时间周期里 GDP的波动可能很大，而就业的调整却没有那么快，这就使得就业弹性对
GDP的变化过于敏感，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② 出于以上考
虑，本文采取如下的截面模型设定形式来识别地方政府干预对于就业弹性的影响:

elasticityi = α0 + β1govi + β2·fdii + β3govi·fdii +∑ n
j = 4βijXij + ui ( 1)

在( 1) 式中，下标 i表示第 i个城市，③下标 j 表示第 j 个解释变量，α0与 ui分别是

截距项与随机扰动项，govi为政府干预，fdii为外资 /GDP 比值，govi·fdii为政府干预与
开放的交互项，用以估计外商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是否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Xij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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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般预算收入是指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由各级财政部门组织并纳入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也就是

会计制度改革以前所称的“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是指各级财政部门对集中的一般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
使用而安排的支出。
事实上，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尝试过年度面板数据模型( 包括 3 ～ 5 年移动平均的面板数据模

型) ，未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本文所指城市均为地级及其以上城市。



制变量，β1 ～ βij是待估系数。①

被解释变量 elasticityi是第 i个城市在 2000 ～ 2007 年的就业弹性，计算方法是以市
辖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②在 2000 ～ 2007 年的增长额，除以 2000 年与 2007 年年末单位
从业人员的平均数，得到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以相同的方法得到消胀③后二

三产业 GDP的增长率，再以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增长率除以消胀后二三产业 GDP 增长
率，便得到就业弹性。这样计算的弹性实际上是弧弹性，而不是点弹性。如果使用点
弹性，则在计算弹性前先需要根据起始点的数据计算就业和 GDP 的增长率，这样，就
会过于受到初始点数据质量的影响，而弧弹性的计算是根据期间就业和 GDP 的均值
来计算就业和 GDP的增长率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数据期间相关数据的度量误
差和短期波动的影响。④ 使用二三产业 GDP 是因为: 第一，在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统
计中不包括农业中的就业人员;第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就业中存在隐性失业人员，

如果使用全部就业人员与 GDP 数据计算就业弹性会低估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

之所以选择 2000 ～ 2007 年这个时期计算平均就业弹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
一，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在 2000 年发生了改变，2000 年之
前年鉴中统计的是全部从业人员，⑤自 2000 年开始转变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第二，

由于企业存在隐性失业，2000 年以前的从业人员统计会高估实际的就业人数，而 2000

年前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企业富余职工的分流基本结束，从业人员的统计更加接

近实际就业的数量。第三，中国经济在 2008 年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劳动力市
场也受到严重的冲击，GDP增长率也出现了异常的波动，所以在计算就业弹性时没有
包括 2008 年与 2009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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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模型形式上，也有文献以就业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GDP的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一些
控制变量做回归，ln( GDP) 的系数也就是需要估计的就业弹性 ( Islam and Nazara，2000 ) 。我们没有采取用 GDP
对数解释就业对数的形式，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如果直接用当期 GDP解释当期就业，还是不能处理 GDP
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滞后性的问题;第二，不同的就业弹性本身度量的就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吸纳就业

的能力，相比之下，就业 /GDP的双对数模型更适合于用来估算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弹性，其假设是在控制了其他变
量之后，不同的观察点处在同一个生产函数之下。事实上，即使使用双对数模型，我们仍然证实，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更高的地方，其经济增长对就业吸纳能力较低。
指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
以各省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1978 = 100) 进行消胀。之所以不用 GDP 平减指数，是因为在省一级没

有分产业的 GDP平减指数。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尝试过使用点弹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未得到任何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由

于使用点弹性和弧弹性的模型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因此，使用点弹性的模型未得到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的主

要原因就是初始年份数据的度量误差和短期波动太大。
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包括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私

营业主、个体户主、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



本文将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与二三产业 GDP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就业弹性

的度量，由于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中不包括非正规就业，尤其是考虑到非正规就

业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 蔡昉和王美艳，2004; Cai 和 Wang，

2010) ，这样的度量可能低估了实际的就业弹性。由于在 2000 年之后，我们只能用单

位从业人员数据来计算就业弹性，那么，这对于就业弹性的低估是不是严重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非正规就业创造的 GDP 占总 GDP 的比

重保持稳定，则用单位从业人员数据计算的就业弹性也能够较准确地度量实际的就业

弹性。以 E1代表正规就业，E2代表非正规就业，设 E2 = aE1，如果假设 a 保持不变，则

总就业的增长率为［( E2 + E1 ) t + 1 － ( E2 + E1 ) t］/ ( E2 + E1 ) t，将 E2 = aE1代入得总就

业的增长率为( E1( t + 1) － E1t ) / E1t，即为正规就业的增长率。同理，如果非正规就业

创造的 GDP占总 GDP的比重保持稳定，则总 GDP的增长率等于正规就业创造的 GDP

的增长率，所以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不会影响到对实际就业弹性的计算。

那么，实际数据中 2000 年后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变化是否明显? 由于国有企业职

工的“下岗分流”在 2002 年左右基本结束 ( Naughton，2007 ) ，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在
2003 年以后基本保持稳定( Cai and Wang，2010) 。如图 3 所示，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

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 1 在 2002 年达到峰值 48%，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在 2009 年下降

到 43%，如果在非正规就业中排除个体单位就业，非正规就业比重 2 在 2002 年达到

峰值 39%，在 2009 年下降到 29%，所以城镇就业的主体仍旧是正规就业。在 2002 年

之前，非正规就业快速增加，就业结构剧烈调整，而在 2003 年之后，非正规就业规模趋

于稳定。在我们的数据期，2000 年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和 2007 年的这一比重

相差无几，因此，非正规就业对于根据单位从业人员计算的就业弹性的影响是一个重

要但并不严重的问题。

理论上，地方政府通过干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财政支出与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类型

去影响就业弹性，就业弹性也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干预。当一个地方就业弹性相对较高

时，地方经济发展就更多地偏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在经济增长竞争与获得更多

财政收入方面，地方政府就面临更多的压力，从而，地方政府更加有动力去干预经济。

因此地方政府干预程度提高会降低就业弹性，而就业弹性高会导致更高的地方政府干

预，地方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双向因果关系的方向相反，这会低估政府干预对就业

弹性的影响。为了处理就业弹性与政府干预的双向因果关系，以期有效识别政府干预

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与间接机制，本文将用滞后的政府干预来解释当期的就业弹

性。按照所使用数据的来源，对政府干预的衡量可以分为两组: 一组使用城市一级数
·81·期21第年1102*济经界世

高增长与低就业: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经验研究




据计算，分别是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与当地 GDP的比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与当地
GDP的比值;另外一组使用省级数据计算，分别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当地 GDP

的比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当地 GDP 的比值以及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当
地 GDP的比值。

图 3 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比重(1994 ～ 2009 年)
数据来源: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说明:非正规就业比重 1 中的非正规就业定义为除在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

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就业外的城镇就

业，非正规就业比重 2 中的非正规就业进一步扣除了个体单位的就业。

除了政府干预，本文还控制了人均 GDP、人均 GDP的二次项、外商投资、外商投资
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城市化水平与地区哑变量。其中，控制人均 GDP与其二次项是
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业弹性将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线性

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部门的扩张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以就业弹
性会随着人均 GDP的上升而逐步提高。随着人均 GDP的进一步上升，劳动相对于资
本越来越贵，从而就业弹性将下降，但是，当人均 GDP继续升高时，服务业的比重将上
升，经济发展的吸纳就业能力也将提高，就业弹性又会上升，因此，随着人均 GDP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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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就业弹性将经历先上升再下降，而后再上升的过程。①

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和城市异质性有关，外商投资程度高的城市，吸引外

资多，而外资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据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而倾向于进入劳动密集型

行业，其就业弹性也会更高。然而，政府干预强的城市，由于政府更加倾向于发展资本
密集型产业，更愿意吸引相对资本密集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检验政府干预是否会显
著降低外商投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我们控制了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其
中，外商投资用外商实际投资与当地 GDP的比值来度量。

最后，我们还控制了城市化这一非常重要的结构变量，用年末非农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来度量。一方面，城市化可能捕捉到除了人均 GDP 之外其他与经济发展水平
相关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越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越高，产业发展将出现
资本深化的倾向，因此，城市化指标对就业弹性有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会促
进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就业弹性。因此，城市化对就业弹性的净影响只能通过模
型来估计。表 2 列出了本文经验分析部分所用到的解释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描述 个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弹性 2000 ～ 2007 年城市的就业弹性 253 － 0． 0020 － 0． 98 0． 82

政府税收

干预

2000 ～ 2007 年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GDP

的算术平均值
283 0． 0600 0． 01 0． 2

1994 ～ 1999 年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GDP

的算术平均值
260 0． 0585 0． 01 0． 29

1994 年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GDP 253 0． 0592 0． 02 0． 33

政府支出

干预

2000 ～ 2007 年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GDP

的算术平均值
286 0． 1063 0． 03 0． 27

1994 ～ 1999 年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GDP

的算术平均值
263 0． 0795 0． 02 0． 32

1994 年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GDP 232 0． 0733 0． 01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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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中国的经济中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在做回归时我们仅控制了人均 GDP 与其二次项。实际上，即
使控制人均 GDP的三次项，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也是稳健的。



续表 2

变量类型 变量描述 个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省级

税收干预

2000 ～ 2007 年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

GDP的算术平均值
284 0． 0680 0． 05 0． 14

1994 ～ 1999 年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

GDP的算术平均值
284 0． 0562 0． 04 0． 10

1994 年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GDP 286 0． 0503 0． 00 0． 09

省级支出

干预

2000 ～ 2007 年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GDP的算术平均值
284 0． 1360 0． 08 0． 32

1994 ～ 1999 年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GDP的算术平均值
284 0． 095 0． 05 0． 19

1994 年省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GDP 278 0． 0904 0． 05 0． 18

省级基建

支出干预

2000 ～ 2007 年省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 /

GDP的算术平均值
284 0． 0144 0． 00 0． 07

1994 ～ 1999 年省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 /

GDP的算术平均值
284 0． 0081 0． 00 0． 03

1994 年省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 /GDP 286 0． 0058 0． 00 0． 03

人均 GDP

( 元 /人)

2000 ～ 2007 年城市二三产 GDP /非农人口的算

术平均值
286 100 065． 90 2466． 36 73 731． 60

1994 ～ 1999 年城市二三产 GDP /非农人口的算

术平均值
265 5707． 77 1365． 23 40 848． 67

1994 年城市二三产 GDP /非农人口 217 5490． 59 1080． 27 31606． 19

外商投资

2000 ～ 2007 年城市外商实际投资 /GDP的算术

平均值
286 0． 0846 0． 0000 0． 8469

1994 ～ 1999 年城市外商实际投资 /GDP的算术

平均值
256 0． 1581 0． 0012 1． 8560

1994 年城市外商实际投资 /GDP 233 0． 1736 0． 0038 1． 8786

城市化

2000 ～ 2007 年城市年末非农人口 /总人口的算

术平均值
296 0． 5857 0． 1343 0． 9645

1994 ～ 1999 年城市年末非农人口 /总人口的算

术平均值
265 0． 5679 0． 0964 0． 9667

1994 年城市年末非农人口 /总人口 262 0． 5571 0． 0843 0． 9625
中部 是否属于中部，属于中部取 1，否则取 0 286 0． 3532 0 1
西部 是否属于西部，属于西部取 1，否则取 0 286 0． 2937 0 1

说明:本文将 1994 ～ 1999 年的解释变量称为滞后的解释变量，将 1994 年的解释变量称为滞后

两期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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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也给出了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需要说明的是，在做描述性统计与回
归分析时，我们将数据中就业弹性绝对值大于 1 的样本作为奇异点删除。① 不论是用
市级数据计算的指标还是用省级数据计算的指标，所有衡量政府干预的指标都随着时

间呈现出上升趋势。中部与西部哑变量的均值显示，有 35． 32%的地级及其以上城市
处于中部，29． 37%的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处于西部。

从就业弹性与政府干预的散点图( 见图 4、5) 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
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越高的地方，就业弹性相对越低。

图 4 就业弹性与政府支出 /GDP比值关系 图 5 就业弹性与滞后的政府支出 /GDP比值关系

五 检验结果

( 一) 基础回归

为了识别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本文首先尝试用政府税收 /GDP 比值去解
释就业弹性，结果见表 3 中的模型( 1 ) ～ ( 4 ) 。模型( 1 ) 中我们仅仅控制了人均 GDP

及其二次项。在模型( 1) 的基础上，为了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间接机制，在
模型( 2) 中加入了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税收 /GDP比值的交互项。为了尽量减少遗漏
变量偏误，在模型( 3) 中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在模型( 4 ) 中我们还控制了代表中部和
西部的地区哑变量，以此去识别就业弹性在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中国的
一些发展政策( 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是在地区层面实施的，因此中部和西
部的哑变量能够捕捉这些政策的差异。除此之外，一些地形和气候的差异也能够部分
地在中部和西部的哑变量上得到反映。在这一组回归中，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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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业弹性绝对值大于 1 表示就业增长率的绝对值大于 GDP增长率，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
作为奇异点处理，这样的奇异点为 7 个，分别是黑龙江牡丹江、黑龙江绥化、安徽宣城、广东湛江、广东揭阳、江西
吉安与江西抚州。即使保留这些奇异点做回归，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系数都不显著。在模型( 2) 与( 4) 中，外商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开放程度更高的城

市，就业弹性更高，这说明相对于国内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发挥中国经济的

比较优势，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模型( 2 ) 到模型( 4 ) ，政府税收 /GDP 比值与外

商投资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干预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去影

响就业弹性。在模型( 4) 中，结合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税收 /GDP 比值的交互项的系

数，可以得到外商投资影响就业弹性的净效应为零时政府干预的临界值为 0． 0821，所

以对于那些政府税收 /GDP比值大于 0． 0821 的城市，外商投资影响就业弹性的净效应

为负，在税收 /GDP比值程度小于 0． 0821 的城市，即使考虑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外商投

资仍然促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我们的样本城市中，有 14%的城市税收 /

GDP比值高于 0． 0821，从而外商投资有降低就业弹性的作用。

人均 GDP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呈现倒 U型曲线特征，转折点出现在人均 GDP 5 万

元左右的水平，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位于转折点的左边，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确伴

随着就业弹性的上升，而且这一趋势是逐渐减缓的。理论上，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工业

部门( 在早期，主要是轻工业) 的成长，城市中单位 GDP 带来的就业吸纳数量会上升。

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熟以后，单位 GDP带来的就业吸纳数

量会趋于下降。城市化显著降低城市就业弹性，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市化水

平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就业弹性大约下降 0． 00325。② 在中国，当城市化水平提高时，

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应减少，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城市化有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的作用( 陆铭和陈钊，2004;陆铭等，2005) 。在此过程中，农民工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保留工资相应提高，劳动相对资本变得更贵，就业弹性相应下降。相对于东部城市，

中部与西部城市的就业弹性没有显著差异。

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税收。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去增

加税收，但税收收入还是受到税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由于地方的经济活动还有一部

分由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来支持，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才真正地代表地方政府的

规模，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能够更好地度量政府干预，也是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

对于政府干预程度的度量( Barro，2000;陆铭等，2005) 。用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衡

量的政府干预来解释就业弹性的回归结果见表 3 中的模型( 5) ～ ( 8) 。同税收与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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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计算，处于倒 U型曲线转折点右边的城市为深圳与东莞，这两个城市的人口统计中没有包括大量非
户籍的常住人口，所以计算出来的人均 GDP相当高。
在本文中，用比率表示的解释变量( 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城市化) 均用小数表示，因此，其变动 1 表示变

动 100 个百分点。相应地，如果这些变量变动 1 个百分点，就业弹性的变化为解释变量的系数除以 100。



的比值一样，支出 /GDP比值的系数符号仍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干预与

就业弹性之间存在严重的双向因果关系，就业弹性高的地方，政府更会有激励通过加

大政府干预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地方财政支出中包括

了农业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公检法支出与教育支出等非生产性支出，而这些支出可能

能够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

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支出 /GDP比值影响

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模型的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明显变化。

表 3 基础回归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政府税收 /GDP比值 解释变量为政府支出 /GDP比值
人均 GDP /105 3． 40＊＊＊ 3． 22＊＊＊ 3． 09＊＊＊ 2． 99＊＊＊ 3． 20＊＊＊ 2． 87＊＊＊ 2． 82＊＊＊ 2． 70＊＊＊

( 0． 530) ( 0． 535) ( 0． 522) ( 0． 541) ( 0． 561) ( 0． 581) ( 0． 565) ( 0． 587)
人均 GDP － 3． 44＊＊＊ － 3． 21＊＊＊ － 3． 04＊＊＊ － 2． 91＊＊＊ － 3． 17＊＊＊ － 2． 80＊＊＊ － 2． 74＊＊＊ － 2． 59＊＊＊

二次项 /1010 ( 0． 912) ( 0． 908) ( 0． 885) ( 0． 901) ( 0． 941) ( 0． 949) ( 0． 924) ( 0． 943)
税收( 支出) － 1． 056 0． 0915 1． 184 1． 039 － 0． 0973 0． 648 0． 580 0． 544
干预 ( 0． 768) ( 0． 953) ( 0． 969) ( 0． 979) ( 0． 433) ( 0． 522) ( 0． 508) ( 0． 511)
对外开放 1． 380＊＊＊ 1． 659＊＊＊ 1． 557＊＊＊ 1． 214＊＊＊ 1． 266＊＊＊ 1． 170＊＊＊

( 0． 501) ( 0． 493) ( 0． 500) ( 0． 409) ( 0． 399) ( 0． 407)
税收( 支出) 干 － 16． 56＊＊ － 19． 47＊＊＊ － 19． 00＊＊＊ － 9． 380＊＊＊ － 8． 916＊＊＊ － 8． 692＊＊＊

预 ×对外开放 ( 6． 701) ( 6． 561) ( 6． 581) ( 3． 339) ( 3． 253) ( 3． 277)
城市化 － 0． 306＊＊＊ － 0． 325＊＊＊ － 0． 289＊＊＊ － 0． 310＊＊＊

( 0． 0793) ( 0． 0811) ( 0． 0756) ( 0． 0780)
中部 － 0． 0281 － 0． 0303

( 0． 0443) ( 0． 0436)
西部 － 0． 0614 － 0． 0583

( 0． 0500) ( 0． 0497)
常数项 － 0． 229＊＊＊ － 0． 307＊＊＊ － 0． 186＊＊ － 0． 125 － 0． 269＊＊＊ － 0． 340＊＊＊ － 0． 162* － 0． 103

( 0． 0593) ( 0． 0682) ( 0． 0734) ( 0． 0927) ( 0． 0759) ( 0． 0803) ( 0． 0909) ( 0． 105)
观察值 250 250 250 250 253 253 253 253
R2 0． 218 0． 243 0． 286 0． 291 0． 211 0． 238 0． 281 0． 285

说明: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

表同。

( 二) 用滞后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

为了缓解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估计偏误，我们采

·42·期21第年1102*济经界世

高增长与低就业: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经验研究




取了滞后解释变量的做法，即用 1994 ～ 1999 年的财政收入 /GDP比值的算术平均值作
为政府干预的度量去解释就业弹性，其余的控制变量都用 1994 ～ 1999 年该变量的算
术平均值，回归结果见表 4 中的模型( 9) ～ ( 12) 。使用同样的方法，本文也使用滞后
的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度量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回归结果见表 4 中的模
型( 13) ～ ( 16) 。在模型( 9) 与模型( 10) 中，滞后的税收 /GDP 比值的系数显著为负，

在模型( 11) 到模型( 12) 中，滞后的税收 /GDP 比值的系数不显著，但 t 检验值大于 1。

在模型( 13) 中，政府干预显著地降低就业弹性，在模型( 14) ～ ( 16) 中，滞后的财政支
出 /GDP比值仍然不显著，但与基础回归相比，政府干预的系数由正变负。上述结果
说明，当使用了滞后的政府干预指标后，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双向因果关系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缓解。政府支出 /GDP比值的系数仍旧不显著，这可能仍然是因为我们使

表 4 用滞后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政府税收 /GDP比值 解释变量为政府支出 /GDP比值
人均 GDP /105 5． 46＊＊＊ 5． 26＊＊＊ 5． 27＊＊＊ 5． 04＊＊＊ 4． 98＊＊＊ 5． 06＊＊＊ 5． 11＊＊＊ 4． 59＊＊＊

( 0． 931) ( 1． 02) ( 1． 01) ( 1． 08) ( 9． 90) ( 1． 11) ( 1． 09) ( 1． 18)
人均 GDP二 － 8． 40＊＊＊ － 7． 46＊＊ － 7． 53＊＊ － 6． 99＊＊ － 7． 39＊＊ － 7． 36＊＊ － 7． 56＊＊ － 6． 31*

次项 /1010 ( 2． 83) ( 3． 00) ( 2． 98) ( 3． 11) ( 2． 95) ( 3． 18) ( 3． 14) ( 3． 30)
税收( 支出) － 2． 518＊＊＊ － 1． 640＊＊ － 1． 099 － 1． 078 － 1． 163＊＊ － 0． 589 － 0． 280 － 0． 350
干预 ( 0． 672) ( 0． 788) ( 0． 834) ( 0． 837) ( 0． 514) ( 0． 629) ( 0． 633) ( 0． 636)
对外开放 0． 466＊＊ 0． 511＊＊ 0． 491＊＊ 0． 231 0． 294 0． 269

( 0． 230) ( 0． 230) ( 0． 235) ( 0． 212) ( 0． 210) ( 0． 212)
税收( 支出) 干 － 6． 440＊＊ － 6． 951＊＊ － 6． 881＊＊ － 3． 002 － 3． 486* － 3． 528*

预 ×对外开放 ( 2． 789) ( 2． 787) ( 2． 804) ( 2． 036) ( 2． 020) ( 2． 021)
城市化 － 0． 153* － 0． 168＊＊ － 0． 204＊＊＊ － 0． 222＊＊＊

( 0． 0811) ( 0． 0833) ( 0． 0781) ( 0． 0799)
中部 － 0． 0126 － 0． 0374

( 0． 0462) ( 0． 0463)
西部 － 0． 0423 － 0． 0689

( 0． 0519) ( 0． 0526)
常数项 － 0． 125＊＊ － 0． 176＊＊＊ － 0． 121* － 0． 0864 － 0． 158＊＊ － 0． 205＊＊＊ － 0． 116 － 0． 0422

( 0． 0611) ( 0． 0663) ( 0． 0721) ( 0． 0894) ( 0． 0707) ( 0． 0773) ( 0． 0835) ( 0． 102)
观察值 245 239 239 239 248 242 242 242
R2 0． 257 0． 275 0． 286 0． 289 0． 229 0． 238 0． 260 0．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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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地方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农业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公检法支出与教育支出等非生
产性支出，而这些支出相对于基本建设支出来说能够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

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衡
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在模型( 10) ～ ( 12)

中，滞后的外商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商投资能够显著的提高就业弹性。滞后
的外商投资与政府干预 ( 税收 /GDP 比值与支出 /GDP 比值) 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负，政府干预显著降低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至此我们可以确认，政府干预影响就
业弹性的间接机制存在。另外，城市化、人均 GDP 及其二次项、中部与西部的系数符
号与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变化。
( 三) 加入省级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①

在用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的基础上，本文加入基于省级数据

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进一步减少政府干
预的系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因为更大地域范围的政府干预与城市一级的

相应指标是相关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划分税收收入与支出
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加入省级政府干预变量，可以捕捉到一些在模型中没能控制的变

量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以此减轻遗漏变量对模型估计偏误的影响。② 第二，在省级财
政数据中有财政支出的明细数据，因此用省级数据可以更加有效地识别政府干预影响

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即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本文同时用当期的省市
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因为省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

互项与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所

以本文只控制了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 5 中
的模型( 17) ～ ( 20) ，其中，模型( 17 ) 与( 18 ) 是在当期政府干预( 税收 /GDP 比值与支
出 /GDP比值) 的基础上加入省级政府干预 ( 相应的税收 /GDP 比值与支出 /GDP 比
值) ，模型( 19) 与( 20) 是在滞后的政府干预( 税收 /GDP 比值与支出 /GDP 比值) 的基
础上加入省级政府干预( 税收 /GDP比值与支出 /GDP比值) 。市级政府干预的系数符
号与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除模型( 17 ) 外，省级政府干预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

说明省级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会显著降低城市的就业弹性。在模型( 19 ) 中，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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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也使用省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代替地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其结果在同时

用省级数据与市级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同时放省

市数据计算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的回归结果。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市一级的变量也会遗漏，因此我们在表 5 的基础上加入 1994 年初始年份的政

府干预指标，结果依然稳健。



的省级政府税收 /GDP比值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 0． 049。外商投资

及其与政府干预的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政府干预影响就业

弹性的间接机制仍然存在。另外，人均 GDP 及其二次项、城市化、中部和西部的系数

符号与显著性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表 5 加入省级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弹性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当期政府干预 解释变量为滞后政府干预 解释变量为基建支出与 GDP的比值
人均 GDP /105 2． 98＊＊＊ 2． 62＊＊＊ 4． 53＊＊＊ 4． 29＊＊＊ 2． 76＊＊＊ 4． 44＊＊＊

( 0． 544) ( 0． 577) ( 1． 07) ( 1． 17) ( 0． 579) ( 1． 17)
人均 GDP 二次项 /
1010

－ 2． 88＊＊＊

( 0． 909)
－ 2． 45＊＊＊

( 0． 927)
－ 5． 09
( 3． 11)

－ 5． 02
( 3． 29)

－ 2． 64＊＊＊

( 0． 929)
－ 5． 51*

( 3． 30)
税收( 支出) 干预 0． 861 0． 514 － 1． 129 － 0． 165 0． 573 － 0． 242

( 0． 993) ( 0． 504) ( 0． 823) ( 0． 635) ( 0． 506) ( 0． 637)
省级税收( ( 基建)
支出) 干预

－ 0． 578
( 1． 535)

－ 1． 846＊＊＊

( 0． 595)
－ 4． 858＊＊＊

( 1． 622)
－ 2． 167＊＊

( 0． 859)
－ 8． 944＊＊＊

( 3． 094)
－ 6． 943*

( 3． 574)
对外开放 1． 504＊＊＊ 1． 063＊＊＊ 0． 500＊＊ 0． 263 1． 142＊＊＊ 0． 297

( 0． 506) ( 0． 401) ( 0． 231) ( 0． 209) ( 0． 401) ( 0． 211)
税收( 支出) 干预 － 18． 00＊＊＊ － 7． 632＊＊ － 6． 194＊＊ － 3． 292 － 7． 993＊＊ － 3． 288
×对外开放 ( 6． 768) ( 3． 235) ( 2． 761) ( 1． 998) ( 3． 236) ( 2． 010)
城市化 － 0． 317＊＊＊ － 0． 237＊＊＊ － 0． 122 － 0． 185＊＊ － 0． 250＊＊＊ － 0． 216＊＊＊

( 0． 0817) ( 0． 0800) ( 0． 0831) ( 0． 0802) ( 0． 0793) ( 0． 0794)
中部 － 0． 0343 0． 0267 － 0． 00830 － 0． 00480 － 0． 0106 － 0． 0133

( 0． 0469) ( 0． 0466) ( 0． 0454) ( 0． 0476) ( 0． 0435) ( 0． 0477)
西部 － 0． 0660 0． 0873 － 0． 0114 0． 0227 0． 103 － 0． 0173

( 0． 0503) ( 0． 0688) ( 0． 0527) ( 0． 0652) ( 0． 0756) ( 0． 0605)
常数项 － 0． 0783 0． 0447 0． 160 0． 0932 － 0． 0805 － 0． 0271

( 0． 145) ( 0． 113) ( 0． 119) ( 0． 114) ( 0． 104) ( 0． 102)
观察值 249 252 238 241 252 241
R2 0． 293 0． 314 0． 318 0． 287 0． 310 0． 279

为了进一步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即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就业弹

性的影响，本文使用了省级基本建设支出与 GDP 的比值衡量的政府干预去解释就业

弹性，回归结果见表 6 中模型( 21) ～ ( 22) 。其中，模型( 21) 是在当期的城市级支出 /

GDP比值基础上加入省级基建支出 /GDP 比值，模型 ( 22 ) 是在滞后的城市级支出 /

GDP比值基础上加入滞后的省级基建支出 /GDP 比值。在模型( 21 ) 与( 22 ) 中，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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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支出 /GDP比值能够显著降低就业弹性，而且其系数绝对值远远高于在其他回归
中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系数的绝对值。根据模型( 21 ) 的结果，省级政府基本建
设支出与 GDP的比值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就业弹性就下降 0． 089。
( 四)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中所研究的政府干预对于就业弹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 1994 年实行的分
税制改革，因此，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 1994 年数据计算的城市级
政府干预来解释就业弹性，回归结果见表 6。其中，模型( 23) 与( 24) 分别用 1994 年的
政府税收 /GDP之比与政府支出 /GDP之比来解释就业弹性，模型( 25 ) 与( 26 ) 是在模

表 6 稳健性检验

( 23) ( 24) ( 25) ( 26) ( 27)
解释变量 1994 年税收 1994 年支出 1994 年税收 1994 年支出 1994 年支出
人均 GDP /105 6． 31＊＊＊ 5． 01* 6． 09＊＊＊ 4． 30 4． 45*

( 1． 46) ( 2． 59) ( 1． 45) ( 2． 64) ( 2． 56)
人均 GDP二次项 /1010 － 1． 01* － 5． 98 － 8． 99 － 2． 32 － 2． 58

( 0． 569) ( 13． 4) ( 5． 64) ( 14． 0) ( 13． 3)
税收( 支出) 干预 0． 815 1． 026 0． 842 1． 302 1． 090

( 0． 719) ( 0． 843) ( 0． 710) ( 0． 857) ( 0． 832)
外商投资 0． 694＊＊＊ 1． 389＊＊＊ 0． 642＊＊＊ 1． 404＊＊＊ 1． 434＊＊＊

( 0． 180) ( 0． 316) ( 0． 179) ( 0． 316) ( 0． 312)
税收( 支出) 干预 － 9． 047＊＊＊ － 13． 54＊＊＊ － 8． 197＊＊＊ － 13． 64＊＊＊ － 13． 55＊＊＊

×外商投资 ( 1． 936) ( 2． 748) ( 1． 947) ( 2． 745) ( 2． 711)
省级税收( 支出) 干预 － 3． 145＊＊ － 2． 056*

( 1． 362) ( 1． 086)
省级基建支出干预 － 8． 490＊＊

( 3． 697)
城市化 － 0． 200＊＊ － 0． 358＊＊＊ － 0． 195＊＊ － 0． 341＊＊＊ － 0． 340＊＊＊

( 0． 0909) ( 0． 0875) ( 0． 0898) ( 0． 0883) ( 0． 0866)
中部 0． 00353 0． 0413 0． 0208 0． 0705 0． 0285

( 0． 0484) ( 0． 0487) ( 0． 0484) ( 0． 0510) ( 0． 0484)
西部 0． 00320 0． 0376 0． 0587 0． 112 0． 0808

( 0． 0577) ( 0． 0569) ( 0． 0618) ( 0． 0699) ( 0． 0592)
常数项 － 0． 233＊＊ － 0． 153 － 0． 0954 － 0． 0109 － 0． 125

( 0． 104) ( 0． 151) ( 0． 119) ( 0． 170) ( 0． 150)
观察值 184 166 184 164 166
R2 0． 352 0． 368 0． 371 0． 373 0．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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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23) 和( 24)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1994 年的省级税收 /GDP 之比与省级支出 /GDP 之
比来解释就业弹性，模型( 27) 是在模型( 24)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1994 年的省级基建支
出与 GDP之比来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
出，上文提到的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两种机制仍然显著的存在。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稳健性检验。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情况来看，
2000 ～ 2007 年，有不少城市的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是下降的，从而造成就业弹性为负这
种情况较多地出现在较早的年份。同时，在地区分布方面，就业弹性为负的样本更多
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出，即使本文的就业弹性是低估的，

也不会对分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做了三组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将被解

释变量的就业弹性换成了 2001 ～ 2007 年的就业弹性;其次，我们剔除掉就业弹性偏低
的西部城市样本，而仅保留东部和中部样本;再次，我们将就业弹性最低的 5%的样本
剔除掉。在这些稳健性检验中，政府干预以及政府干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的系
数符号没有变化，略发生变化的仅是这些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①

六 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而且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也明显更低。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指出，如果
是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密集度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而
在中国，政府干预却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密集度与现阶段的资源禀赋相偏离。本文的
经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当地的就业弹性，但是，政府干预将削弱外

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 GDP 的比值每上
升 1 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下降 0． 089。从趋势上来看，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
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持续上升可以为
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提供合理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说明，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方式，需要从其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出发，予以谨慎的再审视。而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提高经
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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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果读者需要，作者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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